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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年 8月 1日起，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同时，施行了 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宣告终结。这一转变的
直接原因是一个大学生——孙志刚的意外死亡（陈峰，王雷，2003）；更重要的，群众对于
当前户籍制度的强烈改革愿望是促成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 
追根溯源，现行的户籍制度起源于建国初期；1958 年 1月 9 日，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

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

迁入、变更等 7 项人口登记制度。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

动，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而生。1975 年修正的《宪法》颁布，取消了关于公

民迁移自由的条文。 

户籍制度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对于户籍（户口）制度的较

为详细的描述，有 Cheng  和 Selden（1994 Chan  Zhang(1999)）以及 和 ，后者描述了中国大陆

曾经实行过的各种户口制度，并且着重讨论了户口制度下，乡村到城市的迁移问题。 
对于户籍制度的产生，林毅夫等（1994）提出了很有解释力的理论：制度选择内生于发
展战略；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而户籍制度是计划

经济的重要组成；限制人口流动，对于保证城市“充分就业”和福利不外溢至关重要。至于

改革后户籍制度得以延续，蔡昉等（2001）提出，这是由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还利
用计划迁移数量决定的计量分析、以及北京市就业保护政策的演变实例证实了他们的假说。 
蔡昉等（2001）所讨论的计划迁移指的是：地方政府批准户口变动为依据的迁移。也就
是说，迁移者在更换居住地的同时，得到了迁移目的地的户口——这些包含于我们所定义的

户口迁移：一个迁移者迁移到了一个目的地，同时拥有当地的户口1。反之，如果迁移者没

有目的地的户口，那么她/他就是非户口移民。户口制度下非户口迁移的行为更是值得关注。
因为生活中日益司空见惯的农民工，正是非户口移民，其数量也大大超过户口移民。以

1995-2000年间的省际移民来看，总迁移人数高达 3364 万人，其中 84.7%为非户口移民2。 
针对改革后中国国内移民，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献，Chan，Liu 和 Yang（1999）作了一
个较好的总结。实证分析方面，大家一般所用到的数据是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90 年第四
次普查和 2000年第五次普查）、人口抽样数据（1987年，1995年等）以及一些专门的移民
调查（参见Mallee, 1996; Chan, Liu 和 Yang 1999）。这些数据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
虽然它们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移民人口学特征信息，但是基本的大的调查中都没有微观工资数

据或者收入数据，这使得我们在研究时只能利用宏观经济方面的数据。 
另外，在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数移民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户口制度——这个在中国移民问

题中无法忽视的因素。如，Liang 和 White（1997）的研究中，他们利用 1988 年 2‰计划生
育调查的 10%抽样数据，分析了省际迁移，他们所定义的移民是 1983-1988年间发生过省际
迁移的人口，并且把那些没有迁入地户口的迁移人口定义为暂时的省际移民（ temporary 
migrants）。但在计量分析中，他们并没有区分移民是否暂时，仅在分析迁移人口选择哪个省
作为迁入地时，在模型中加入了暂时移民分别和乡镇企业、工业产出以及人口的交叉项。这

种方法忽视了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之间可能存在的截然不同的内在机制。 
在户口制度下，将迁移划分为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的研究，有 Chan, Liu 和 Yang 

                                                 
1 这样定义户口迁移，要注意区分两种移民，第一种是迁移到目的地，同时把户口转到了目的地；第二种
是迁移到目的地，但是没有转换户口，因为户口原本就在目的地——这第二种户口移民也就是回流的移民，
也是许多农民工日后的选择。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第一种户口移民才是户口移民，但是大多数关于移民
的数据——包括我们将用到的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没有提供信息让我们区分这两种户口移民。因此，我
们只能采用文中较为宽松的户口移民的定义。关于数据中移民回流的问题，第二部分还有相关讨论。 
2 数字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折算而来。移民的定义详见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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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他们利用 1990 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首先对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作了一个详细
而清晰的描述，总结了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在个人特征、流向和集中程度上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然后，他们利用各地间迁移模型（Place-to-place Migration Model）分析了户口迁移和
非户口迁移的决定因素。本文将借鉴这一方法，但更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1995-2000
年间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决定因素。 
同时，在讨论一个地区户籍管制时，也要注意到，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可分为两方面：

（1）发放户口的管制——即政府决定哪些人可以得到户口；（2）对于非户口居民的歧视和
管制，如暂住证、暂住费、就业限制等制度。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前者直接决定了哪些人可

以逃脱第二方面的管制；而后者的存在体现出户口的价值所在，才使得前者的存在有意义。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和移民定义，具体比较了省际户口迁移和

非户口迁移的异同；并且进一步地在总移民中划分出农村劳动力移民和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

民，来具体分析这几类移民中户口迁移与非户口迁移的异同。第三部分运用各地间迁移模型，

分析各类移民中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决定因素，并且检验了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是否

具有结构性的不同。第四部分作了简要总结，并且提出了本文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二、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和移民定义  
本文所利用的数据是 2000年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调查的标准时间是 2000年 11

月 1日零时。这一数据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但很遗憾，这一数据也没有微观工资或
是收入数据），主要有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现住地信息；在迁移信息方面，我们可以知

道此人何时迁来本地，从何地迁来本地居住3（必须是 1995 年以后的移民）；同时，我们也
知道迁移者的户口状况，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数据中户口状况可以区分为两种4：1、居住
在本地，户口在本地；2、居住在本地，户口在外地。 
本文中所定义的移民包括下列三类人：（1）年龄在 5 周岁以上，户口状况是第 1 种，

并且到本地5来居住的时间是 1995年 10月 31日之后；（2）年龄在 5周岁以上，户口状况是
第 2种，到本地来居住的时间是 1995 年 10月 31日之后，并且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3）
年龄在 5周岁以上，户口状况是第 2种，在本地居住不满半年，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 
根据移民的不同户口状况，第（1）类定义为户口移民6，第（2）和第（3）类定义为非

户口移民。这样的移民定义，可以排除一些短期的流动人口，比如探亲访友、旅游和出差人

士，而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 
除了对迁移时间的规定之外，我们还在迁移地域上对移民作了分类，迁出地和目的地

都在同一省内，即为省内移民；如果迁出地是外省，那么她/他就是省际移民。除了总的移
民之外，我们还关心从农村迁出的移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所以定义农村劳动

                                                 
32000年普查中有两项迁出地的信息：（1）从何地来本地居住，反映最后一次迁移的情况；（2）五年前的常
住地。本文所用的是（1），因为这样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利用，如更详细的地址，迁出地的类型（城镇还是
乡村）等。Chan，Liu和 Yang (1999)所用的是（2），他们研究的 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没有提供第一项信息。 
4 原数据提供的户口状况分为 5种：（1）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2）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3）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4）居住本乡镇
街道，户口待定；（5）原住本乡镇街道，现在国外工作学习，暂无户口。我们的研究不考虑向国外移民，
因此不考虑（5）这类人。同时，文中的第 1种户口状况的人包括（1）（4）两种人——因为我们可以认为，
户口待定的人正在办理本地户口（当然有一定误差）；文中的第 2种户口状况包括（2）（3）两类人。 
5 正如脚注 4所阐述的，这里的本地与外地的区分是以乡镇街道划分的，并且时间长度为半年；这与较早
的数据不太相同，如 1990年人口普查的本地外地划分是县（市）一级的，而且时间长度为一年。因此，两
次普查反映的情况不能直接比较。 
6 关于这样定义户口移民的一个潜在问题，请参阅本文脚注 1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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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移民为年龄在 15-64 岁之间、迁出地类型是乡村7的迁移者。更进一步，定义农村到城镇

劳动力移民为年龄在 15-64 岁之间、迁出地类型是乡村、目的地类型是城镇8的迁移者。相

应的，定义城镇劳动力移民为 15-64岁之间、迁出地类型是城镇、具有非农业户口的迁移者。 
 
（二）省内省际移民与全国人口的个人特征比较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一方面政府控制着可获得当地户口的人数，另一方面制订各

种“法规”和“规定”来限制非户口居民在当地的权利；通过歧视非户口居民，户口的作用

得到体现。在表 1中，我们简要列出户口居民和非户口居民主要区别，特别是一些非户口居
民受歧视的领域。可以说，非户口居民在居住地受到各个方面的歧视：经济、政治，有时甚

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甚至有像孙志刚那样的惨剧！）。 
在这样两方面的管制下，个人在做迁移决策时，必然也会将两种迁移——户口迁移和

非户口迁移的巨大差异考虑在内。也可以预见，这两类迁移会呈现不同的图景。表 2给出了
1995-2000年间各类移民与全国人口个人特征对比。表格的第二列给出的是全国 5岁以上人
口的各项特征，作为对比的参照组。表格的第三、四、五列分别是所有省内省际移民、省内

省际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特征。最后的两列是省际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特征。 
从表 2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从性别看，总移民（省内省际移民）和总的户口移民中，男性比例都低于全国人口中
男性比例，特别是总户口移民中，男性比例为 45.68%，为各类人口中最低。可能的解释是，
在中国，结婚之后一般都是女方迁至男方所在地，所以总移民中，女性迁移比例要高于男性

迁移比例；另一方面，婚迁一般容易换户口，因此户口移民中女性比例也较高。但在省际移

民中，男性比例都较高，且高于全国人口比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迁移对距离要比男

性敏感，并且距离越大，婚迁的可能就越小。 
（2）从年龄分布看，移民一般集中在 15-39 岁之间，尤其是 20-29 岁的人比例最高。这一
年龄更换居住地，最有可能产生终生的影响，这与 Chan, Liu 和 Yang （1999）等研究的发
现相一致。另外，省际移民的年龄分布更加集中，15-39岁的省际户口移民比例为 85.29%，
省际非户口移民中这一比例为 83.62%。 
（3）从婚姻状况看，各类移民中已婚的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女性的已婚比例大大
高于男性的已婚比例；户口移民中女性已婚的比例要高于非户口移民中女性已婚的比例；这

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婚迁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而男性的分户口状况的婚姻状况分布正好与女性

相反——户口移民中男性未婚比例最高（64.43%）。 
（4）从现住地类型看，各类移民主要迁往城市，比例都在 50%以上；而小城镇户口吸引力
不大——总户口移民中迁往镇的只有 19.41%，省际户口移民迁往镇的只有 9.88%。另外，
省际户口移民迁往农村的比例（36.76%）在各类移民迁往农村的比例中最高。 
（5）从迁出地类型看，户口移民从街道迁出的比例较高，因为大学生毕业后工作，容易获
得户口；非户口移民中，从农村迁出的移民占绝大部分（3/4以上）。户口管制目的之一在于
严格控制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同时，户口发放对于教育程度要求很高，因此农村迁出的移民

很难获得户口。 
（6）从受教育程度看，移民的教育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户口移民的教育水
平是各类移民中最高的：总的户口移民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有 27.74%，省际户口移民中
这一比例高达 36.62%（并且有 28.72%在大学本科以上），全国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 3.94%。
在两类非户口移民中，小学和初中是主要的教育水平，两者总比例约为 70%。这体现了户
                                                 
7 本数据中，迁出地类型分为：乡、镇的居委会、镇的村委会、街道；我们将乡和镇的村委会划分为农村，
将镇的居委会和街道划分为城镇。 
8 很遗憾，迁入地类型的划分没有迁出地类型那样的详细，它只分为城市，镇、乡村，没有更进一步的说
明；我们把城市和镇划分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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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放对于教育水平的挑选。 
（7）从劳动力比例9看，省际非户口移民中比例最高（89.61%），户口移民中最低（略高于
50%），与全国水平相比，低了约 20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户口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特
别是大学生），而他们不属于劳动力。这表明非户口移民因为工作因素而迁移的比例较高。 
（8）户口移民在总的移民中所占比例很小，全部省内省际移民中，户口移民只占总移民的
29.34%；省际移民中，户口移民只占 15.18%。 
综上所述，户口移民与非户口移民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另外，省际移民与总的移民

相比，趋势基本一致，且在一定程度上，省际移民只是放大了总移民的一些特征。为与其他

已有文献（如 Liang和 White，1997，Ma和 Liaw，1997；Chan，Liu 和 Yang，1999)保持一
定的可比性，下面的讨论将集中在省际移民上。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关心的农村移民问题，

下文将细分各类移民，分别进行讨论。 

 
（三）各类移民的迁移原因比较  
表 3 给出了总的省际移民、省际农村劳动力移民、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和省际

城镇劳动力移民的迁移原因分布。 
表 3 中一个显著特征是：非户口移民中“务工经商”的比例非常高，两类农村移民中

这一比例高达 85.68%和 87.48%；这一比例最低的是省际城镇劳动力移民，也高达 50.67%。 
除省际城镇劳动力移民外，各类户口移民中，比例最高的两项原因是“婚姻迁入”和

“学习培训”，这与户口管制一致，因为户口政策规定能户口迁移的人主要是大学生和配偶。

引人注目的是，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户口移民中，“婚姻迁入”仅占 12.42%，是各类户口
移民中比例最低的；而“学习培训”的比例高达 58.39%，为各类户口移民中比例最高。这
跟我们现实的观察一致——农村人要想获得一个城市户口，最主要的出路还是考大学；城镇

居民的农村配偶要想获得城镇户口，并非易事。 
省际城镇劳动力移民户口中，“学习培训”的比例依然是最高的，占 47.57%；但更引人

瞩目的是“分配录用”和“工作调动”比例（15.72%和 14.83%），高于其他各类移民。这一
方面反映了大学生毕业（各高校都在城镇）后的迁移情况，他们可以较容易的获得当地户口

（城镇劳动力户口迁移者中，大专学历的占 14.38%，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50.02%，教育
水平大大高于其他类型的移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口管制政策对于城镇户口迁移者的控

制——工作调动还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总的来说，在迁移原因上，非户口移民主要因为经济因素而自发迁移（“务工经商”），

而户口移民的途径还带有计划调配的色彩（“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将移民按照迁出地

进行细分后，这样的差异更加明显。 

 
（四）各类移民的行业、职业分布和失业率  

大多数迁移者为了更高的收入而背井离乡（Greenwood，1969，1975；Harris 和 Todaro，
1970），总想得到更好的工作。但非户口移民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又不能很容易的得到当
地户口——这两方面的管制下，必然会对户口和非户口移民的行业、职业分布产生影响。 
按照 2000年行业年平均工资排序，分析移民的行业分布，我们可以发现：10 

（1）省际农村劳动力移民的行业分布基本类似于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只是前者有
更多的户口移民从事农业（69.64%），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较少（10.46%）。这是因为农村移
民中有约 1/2的户口移民目的地是农村（表 3显示，50.54%的农村户口移民目的地是农村）。 

                                                 
9 劳动力定义为：正在工作或是正在找工作的 15-64岁的人。因此劳动力比例等于劳动力总数比上 15-64岁
总人数。请注意，这与之前定义的劳动力移民不同，劳动力移民定义只是规定了年龄在 15-64岁之间。 
10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出各类移民具体的行业和职业分布表，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7 

（2）非户口移民大多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在这 3个行
业就业的人数超过 55%； 
（3）对于平均工资最高的 6个行业，户口移民在这些行业就业比例基本都显著高于非户口
移民，并且大多数行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像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样政

府完全控制的行业，户口移民的比例更是大大高于非户口移民。 
（4）从农村到城镇户口移民中，有 23.02%从事农林牧渔业，这个比例如此之高，可能的原
因是我们对于迁移目的地没有非常详细划分，特别是未能区分出镇的村委会和镇的居委会。 
再从各类移民的职业分布看，对于各类非户口移民，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商业、服务

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及其它——三类职业就

业总计超过 75%（城镇劳动力非户口移民稍少，约 60%）。而各类户口移民中专业技术人员
比例明显高于相应的非户口移民——这反映出政府发放户口时，对技术水平的要求。 
最后，从各类移民的失业率11分析，户口移民的失业率大大高于非户口移民的失业率；

非户口移民的失业率很低，且低于全国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非户口移民的流动性大，而且对

于就业岗位不挑剔（也不存在可挑剔的余地），因此大多能找到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的，

早已换地方或回乡了；户口移民失业率较高（高于全国水平），这一方面是他们对失业的承

受力较高——包括在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另一方面，能够得到当地户口说明他们在当地

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利用（如人际关系等），因此可以承担成本，慢慢等待找到好工作。 

 
（五）各类移民的流向分析  
图 1 描述了省际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最大的 30 个流向12。由于非户口移民占总移民

的大多数（84.73%），因此总移民的流向基本与其类似。 
图 1(a)描述的省际户口移民数量占总户口移民的 23%。与图 1（b）相比较，图中一个

显著的特征是迁移方向分散，距离较短（一般都是邻省迁移）。另外，山东与东北三省的迁

移联系明显，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如 Chan, Liu 和 Yang，1999；Ma 和 Liaw ，1997）。
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从江苏、上海和浙江迁移到安徽的户口移民数量不少；从广东

迁移到四川、湖南和江西的户口移民也有很多。对于这种现象的一个推测是移民回迁——这

些人以前到外地打工而且没有更换户口，现在回到了户口所在地。数据中没有关于移民回迁

的直接数据，但从其他一些信息来看，回迁的可能性最大。13 
图 1(b)省际非户口移民最大的 30个流向包括了总非户口移民的 60%。从图上看出，东

南沿海（江浙沪闽粤，特别是粤）如同一个巨大的引力中心，把邻省的移民吸引过去。其他

的迁移目的地主要还有北京（北方的经济中心，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和新疆（边疆的一

个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自治区）。从迁出地看，上述沿海省市的内陆邻省是最主要的移民

来源；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四川（人口稠密的西部省）——虽然距离主要迁移目的地较远，但

从该省迁出的移民依然为数不少。 
考虑到图 1(a)中反映的移民回迁问题，并且占移民绝大多数（78.75%）的农村移民是更

                                                 
11 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各类移民失业率如下表： 

 全国人口（≥15岁） 全部省际移民 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 省际城镇劳动力移民 

 全部 镇 城市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失业率 2.55 6.3 9.29 4.71 1.71 12.58 1.85 6.71 3.9 
 
12 图中所画出的迁移方向不一定只有 30个，有几个图超过 30个迁移方向；这是因为对有几类移民的数量
排序后，人数第 30多的迁移方向有并列的几个。 
13以江苏到安徽的户口移民为例：样本中总的户口移民是 52人；从户口状况看，88%是农业户口；从现住
地类型看，有 72%是农村；从迁出地类型看，有 60%从城镇迁出；从教育状况看，有 90%是初中或以下的；
从迁移原因看，投亲靠友和务工经商各占 28%，婚姻迁入仅有 15%。从一个较为发达的城镇，迁移到较为
落后的农村，具备了当地的农业户口，而且婚姻迁入不是主要原因，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移民的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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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对象，因此应对农村移民进行单独分析。图 2描述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迁移方向。 
图 2(a) 描述的农村省际户口移民数量占农村户口移民的 27%。与省际农村劳动力非户

口移民(图 2(b))相比较，户口移民目的地也很分散，邻省迁移较多。这种现象的一个理由是
婚迁对于距离比较敏感，而婚迁是该类户口移民的主要原因（占 39.94%）。再与总的省际户
口移民(图 1(a))比较，省际农村劳动力户口移民的迁移距离要稍大一些；并且图 1(b)中的移
民回迁现象，在图 2(b)中没有体现出来——这也说明了“回迁”的推测是正确的，因为那些
被怀疑是回迁的移民基本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图 2(b)给出的省际农村劳动力非户口移民占该类移民的 65%。与图 1(b)比较，两幅图几

乎完全一致——因为省际非户口移民主要是农村移民，而农村移民大多数也是非户口移民。 
除以上两副图所描述的差异外，各类移民的流向也存在着集中程度的差异，这在图 3

得到反映——迁移方向最集中的是农村非户口移民，其次是总的非户口移民/农村劳动力移
民（图中给出的是两条线，但是这两类移民集中程度基本一致，所以两条线基本重合了）；

而迁移方向最不集中的是总的省际户口移民。 
上述分析揭示了户口移民与非户口移民的差异；为更具体地考察两类移民的不同机制，

下文将把这两类移民分开，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两者的差异。 

 

三、省际迁移的计量分析 

（一）各地间迁移模型（place-to-place migration model） 
各地间迁移模型研究的是各地区之间迁移量由哪些因素决定。这一模型与其他模型的

不同之处在于，它关注的是总迁移量（gross migration），而不是地区之间的净迁移量。14 
文献中的各地间迁移模型有许多的函数形式，有线性，也有双对数(double-logarithmic)

形式15。本文将采用的函数形式是双对数形式。这种形式的模型可以从条件 logit 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McFadden, 1974)推导而来，Schultz(1982)利用了这一模型研究了
人口迁移问题。 
条件 Logit 模型中，一个在 i地的个人迁移到 j地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 ,  ij ijZ Z
ij

j

P e e i j= ≠∑                             （1） 

1,  ij
j

P i= ∀∑                                （2） 

并且 ijZ 是迁出地和迁入地变量（ iX 和 jX ），以及两地之间距离 ijD 的对数线性函数，

可以表示为： 

ln ln ln ,  ij m mi m mj ij
m m

Z X X D i jα λ γ δ= + + + ≠∑ ∑            （3） 

  
对于不迁移的人，概率为： 

                                                 
14Fields(1979)总结了这类模型的几点好处：（1）在完全了解地区之间得迁移流动之后，我们可以在此基础
上计算地区间的净迁移量，而反过来则不可行；（2）这一模型与微观行为模型相对应；（3）这一模型使得
我们能够研究特定迁出地和目的地组合；（4）可以让我们了解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所面对的其他选择的
个数；（5）可以揭示可能存在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变量作用不对称问题（这里的不对称问题指的是：迁出地
和迁入地相对应的变量——如迁出地的失业率和迁出地的失业率——对迁移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反映在
计量结果中，两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可以不同）。 
15 各种函数形式的讨论和实证的结果比较可以参阅 Field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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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ii ZZ
ii

j

P e e= ∑                               （4） 

注意到迁移和不迁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更换居住地的成本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不迁移

（认为从本地迁到本地）到迁移，成本的变化是不连续的。我们在用相同的变量来衡量这两

个选择的时候，必然不能要求两者的系数是相同的。16因此， 
* * * * * *ln ln ( )lnii m mi m mi m m mi

m m m

Z X X Xα λ γ α λ γ= + + = + +∑ ∑ ∑       （5） 

结合上面（1）—（5），可以得到： 

ln( / ) ln ln lnij ii ij ii m mi m mj ij
m m

P P Z Z X X Dα λ γ δ= − = + + +∑ ∑% %% %        （6） 

系数上的一弯（~）表示是由（3）和（5）结合而来的系数。另外，由于 ijP 的变化比 iiP 要

大得多17，因此（6）可以近似化简为： 

ln ln ln lnij m mi m mj ij ij
m m

m X X Dα λ γ δ ε= + + + +∑ ∑% %% %                （7） 

其中， ijm 是从 i省迁到 j省的移民比例； ijε 是扰动项，可以解释为测量误差，以及其他一

些无法衡量、但是与等式右边其他变量不相关的因素。18 
在较早的研究中，如 Greenwood(1969)，很多模型在设定时加上了变量作用对称的限制，

即 Xmi和 Xmj中相对应的变量系数符号相反，绝对值相等（即在实际回归中采用两个变量的

比率）。这样的设定可以解释为：在 i地某个指标上升了 1%对于迁移行为的影响与 j地相对
应的指标下降 1%的影响大小是一样的。与经典的推力-引力模型（push-pull model）相联系，
这一假定相当于推力与引力发生的机制是一样的。而在（7）中，这一假定已经得到了放松。 
结合户口制度，移民可划分为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第二部分的分析反映了两者之

间的巨大差异），与第二部分一样，根据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不同，还将细分出几类移民。 

 
（二）关于应变量 mij的一点讨论 
对于（7）式中的应变量 mij，它从 i省迁到 j省的移民比例；由于数据的不全，并且从

西藏迁出和迁入西藏的人数很少，我们将西藏排除在外。这样，每个省的迁移人口有 29个
选择，所有可能的省际迁移方向（迁出省—迁入省的组合）有（30×29）870个。但是，我
们的数据是 2000年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不可避免的，有多个迁移方向的移民人数是
零（省际总移民中，有 114个迁移方向人数为零，细分的省际移民有更多方向迁移人数为零）。 
在我们的回归方程（7）中，mij需要取对数后进行回归，但是 mij又存在一些数值为零

                                                 
16 可以参阅 Schultz(1982)年的讨论，他认为，这样的模型其实包含了两步的决策——是否迁移，决定迁移
后选择哪个目的地；这样的话，就需要构造一个 Nested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对于中国国内迁移问题运用
这一方法的研究，可以参阅Ma 和 Liaw(1997)和Wang(2003)。 
17 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除少数几个省外，各省的人口都在千万以上，非移民数量很大，比例比较稳定。
在数据中（西藏除外），1995-2000年未进行省际迁移的比例最高为广东省（99.38%），最低为江西省（93.28%），
均值为 97.48%，标准差为 1.56%（仅为均值的 1.60%）。而各省之间的总迁移比例 Pij最高是湖南到广东
（4.05%），最低是零（有114个），均值是0.088%，标准差是 0.278%（为均值的 314.61%）。因此可以认为，
Pij的变化比 Pii要大得多。可以参阅 Fields(1977,1982), Chan, Liu 和 Yang (1999)的讨论。 
18 （7）式的所有变量都取了对数形式，Schultz(1982)论证了这种形式的几点好处：（1）期望工资假说提出

了工资与就业率之间乘积关系的互动，这可以通过对数形式在计量模型中设定；（2）当迁移的成本主要是

机会成本时，期望收入可以用来近似估计迁移回报；（3）通过这种形式的函数设定，可以比较 conditional logit 

模型和其他对数形式的非 logit 模型；（4）在实证研究中，这种形式的设定能够得到更高的 R-square（拟和

优度）。对于第（4），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亦可参阅 Fields（1977,1982）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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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点，这给模型估计带来了一个难题。Chan, Liu 和 Yang (1999)年的研究中，也有同样
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方法是放弃了那些为零的迁移方向，只对不为零的各个迁移方向的 mij

做了回归。很明显，这是一个有偏的估计；在 mij>0的条件下，（7）的条件期望可以表示为： 

(ln | 0) ln ln ln ( | 0)ij ij m mi m mj ij ij ij
m m

E m m X X D E mα λ γ δ ε> = + + + + >∑ ∑% %% %  （8） 

只有满足 ( | 0) 0ij ijE mε > = 的条件下，只对不为零的各个迁移方向的 mij回归估计才是无偏

的；但是， ijm 与 ijε 必定相关， ( | 0) 0ij ijE mε > ≠ 。 

Fu 和 Gabriel (2002)应用 GMM（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从每
个省迁移出来的人一般只会选择少数几个目的地省，因此观察到很多迁移方向的迁移率很小

甚至为零；他们也认为不能将为零的迁移方向舍弃，更重要的是：系数的估计对这些很小（甚

至为零）的迁移率很敏感。因此，他们运用了更加一般化（也是更复杂的）GMM进行估计。 
本文将不采用 GMM进行估计；对于 Fu 和 Gabriel的论证有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

方：（1）关于每个省移民目的地的选择问题，“只会选择少数几个目的地省”的结论有些仓
促。这可能与他们所用的数据有关，他们的数据是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个调
查的设计很有可能遗漏移民。19 赵耀辉等（2003）比较了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1995 年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移民数量，发现 1995年的各类移民反而少于 1990 年的移民数量。20

（2）我们要研究的是迁移率有哪些因素决定，较小的迁移率对于系数的影响大，这正是我
们模型的应有之义。（3）GMM可以得到无偏的估计，但是其应用的复杂性也让我们考虑：
是否有 “更经济”的方法？ 

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在样本计算得出的迁移率
*

ijm 上加上一个正的微小量ϕ 21使

得回归式中的
*

ij ijm m ϕ= + 。22这样对结果不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而益处在于我们可以利用

那些原来不能利用的信息了。 
根据移民定义，我们计算 mij 具体的方法是：先得出样本中该类省际移民的具体数目

                                                 
191995年人口 1%抽样调查的抽样方法是：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首先按照地区平均抽样确定调查小
区，然后按照居委会名册进行入户调查。而一般的移民，居住地不是很稳定，而且一般也倾向于不去居委
会登记。详见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7）。 
20 1990年人口普查中的移民定义要比 1995年抽样数据的定义严格，所以，如果抽样无偏的话，前者倾向
于低估移民。详见查瑞传（1996），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7），赵耀辉等（2003）。 
21 在实际回归时，取 221 10ϕ −= × ，这一取值是较为任意的。正如后面讨论的，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对于任

意 100 1 10ϕ −< < × ，对于加上ϕ 后回归的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稳健性（robustness）。 
22这样处理的理由如下：（1）人口普查本身存在着一定的漏登率，2000年人口普查的漏登率是 1.81%。如
果漏登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对我们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移民被遗漏登记的概率高呢，还是一
个长期居民被遗漏的概率高？显然，前者会更高，特别是农民工之类流动性很强的移民。因此，在样本计
算出来的迁移率上加上一个正的微小量ϕ ，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系统性偏差的一定纠正。（2）单纯从随机测

量误差的角度来看，对于所有样本迁移率 * 0ijm = 的迁移方向，它们的测量误差一定是负的；而且，我们

也没有理由相信另外所有的 * 0ijm > 中所包含的测量误差期望为正，这样，总的测量误差期望为零的假设

很难满足；ϕ 有助于调整这一类的误差。（3）logit 模型的理论基础来看， ijm 衡量的是从 i省迁到 j省的
概率；这一概率为零意味着 i省的人毫无可能迁移至 j省，但从实际来看，很难相信这一概率为零。从另
一方面看，在离散选择模型中，概率很小也意味着观察到的 ijm 很有可能为零。因此，用微小的概率来代
替观察到的零概率，更符合实际情况，也不会有大的偏差。（4）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对于任意 100 1 10ϕ −< < × ，

加上不同ϕ 后回归的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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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j，然后折算成全国实际数目，再比上 1995 年迁出省的总人口数 pop95 i，即

4/(9.5 10 95 )ij iij M popm ϕ −× ×= + 。另外，由于我们还将对移民作进一步细分，对于农村

劳动力移民，计算时分母上的 1995年迁出省的总人口数变成 1995年迁出省的农村人口数23；

对于城镇劳动力移民，在分母上人口数是 1995年迁出省的城镇人口数24。 

 
（三）自变量的选择与定义25 
在迁移模型中，对于那些因素起着决定作用，Greenwood(1975)做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综

述。下文我们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回归方程（7）中所应包括的自变量。 
距离 
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把距离包括在迁移模型中，这些理由可以总结为两条：（1）距离增

加会导致迁移的成本上升，包括交通成本和心理成本；（2）距离增加导致迁移者可以获得的
迁移目的地信息减少。26本文衡量的从 i省到 j省的距离 Dij以两省省会间的铁路距离衡量

27，

这是因为中国境内长途旅行的首要交通工具还是火车。28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另一种情况：假设如果黑龙江到吉林的距离等于河南到山东的距

离，而四省其它各因素都完全相同，但地理位置按照实际不变，那么可以预期，黑龙江到吉

林的移民要多于河南到山东的移民。因为河南移民面临的其他选择的平均距离要小于黑龙江

移民所面临的。29因此，我们引入另一个距离变量 /28ij inn j
AD D

≠
= ∑ ，衡量的是从 i省到

除 j省之外其他各省的平均距离。30理论上预期，模型中 Dij的系数为负，ADij的系数为正。 
收入水平 
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很多移民的迁移动机。经济学家也非常关注收入对于移民影响的

方向和程度（Sjaastad, 1962）；Greenwood（1975）综述了收入与移民的关系。本文将采用的
收入指标是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迁出省 i 1995年农村人均收入 RIi，迁出省 i和迁入省 j
城镇人均收入 UIi和 UIj

31。没有利用迁入省 j的农村人均收入 RIj，一方面是因为迁移的目的

地绝大部分是在城镇地区（70%左右，见表 2）；另一方面，加入 RIj后可能造成多重共线性

问题，而 UIj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 RIj的高低。 
分别采用农村和城镇人均收入，而不是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这是因为统计年鉴关于

收入的数据都是农村与城镇分开的，要获得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只能根据相应人口比例折

算；另外，对于占省际移民绝大多数（78.75%）的农村移民，有一个重要的替代选择是迁
移到本省的城镇，因此，本省城镇收入应对移民决策有明显的负影响。 

                                                 
23 更严格的说，这里应该是 1995年迁出省的农村 10-59岁人口数，但是考虑到各省人口年龄分布基本类似，
我们以 1995年迁出省的农村人口数替代。 
24 同样的，这里也没有做年龄的划分，参阅脚注 23。 
25 以下讨论中，1997年之前重庆市的数据根据四川省的数据相应折算，同样，四川省的数据也作相应折算。 
26 一个全面而且较为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参阅 Schwartz（1973）。 
27 海南与其他各省的距离为广州到其他各省的距离加上 620公里。实际上，海南省省会海口到广州的距离
是 620公里，到广西省会南宁的距离是 510公里，在计算中，我们综合考虑了跨海的因素。 
28 相关讨论可参阅 Chan, Liu 和 Yang(1999)。 
29 类似讨论见于 Fields(1977)对美国国内移民的研究。 
30 依据同样的论点，我们也应该把关于其他各个变量的其他各省平均值（如其他各省市的平均收入等）放
入回归式中；但实际计算可以发现，其他变量在各省市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除去两个省，剩下的 28个省平
均之后，变化很小。因此，本文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其他各省平均值。 
31 同一省内的农村收入和城镇收入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RIi和 UIi相关系数为 0.70，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
没有造成足够大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我们保留这两个变量；同时 RIj和 UIj相关性也很强，并且在加入
该省高校招生人数时，与 RIj相关也很高（相关系数 0.65），这造成 RIj的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在
各个回归中都是最高的（在 6.3-9.3之间），一般认为 VIF超过 1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比较严重，但是考虑
到 RIj并不是很重要的变量，同时也为避免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没有在回归中用到 R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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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和 GDP增长率 
根据 Todaro（1969）和 Harris 和 Todaro（1970）的研究，移民对于迁入地的选择考虑

的是期望工资，因此不仅要考虑工资水平，还要考虑失业率（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高低）。在

中国考虑失业率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正如之前已经讨论的户籍制度中，其中一方

面就是对于非户口居民的管制和歧视，在各地政府出台这些管制和歧视措施时，一个堂而皇

之的名义就是保护下岗工人的就业机会；32另外，很多地方用来补助下岗职工的大部分资金

来自于非户口居民（暂住人口）缴纳的暂住费等管理费用。33 
但是，对于如何衡量失业率，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用哪个时期的失业率来衡量？

如用 1995 年以后的数据，会产生联立偏差（simultaneous bias），因为失业率与迁移率是同
时决定的。但如采用 1995年或这之前的失业率，那么就无法反映下岗工人大量出现的现象
——这是在 1995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出现的。34其次，对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失业率，没有

较好的统计指标——公开发布的失业率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真实的反映就业情况。 
综合上述利弊，本文根据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失业率，定义总非农劳动

力=（在工作的人数+在找工作的人数-农业就业人数）35，失业率 Ui和 Uj等于该省在找工作

的人数比上总非农劳动力。Ui和 Uj主要衡量的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情况，预期 Ui对移民率有

正的影响， Uj对移民率有负的影响。 
同样根据预期工资的理论，本文将 GDP增长率也考虑在内。由于迁移到目的地后，移

民一般会居住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对于该地的发展前景的预期会有很重要的作用。GDP
增长率的增长率一方面可以衡量收入水平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代表就业机会的增长。考

虑到联立偏差，这里的增长率用 1990-1995年平均年增长率 Gi和 Gj衡量。 
人口因素 
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数量，对于迁移的影响，已有很多讨论，如：Schultz (1982)基于

引力模型的讨论，他认为人口数量可以影响迁移，但是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大小的影

响。Chan, Liu 和 Yang (1999)对此也作了讨论，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迁出地的人口数量对
于迁移率有负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把迁入地的人口数量放入模型中分析。 
人口众多可能反映很多问题，如资源紧张、生活拥挤等，同时也意味着有较多的经济

机会，因为人口众多意味着市场较大。因此，人口数量是个重要的变量，虽然它所体现的并

非“纯粹的”人口数量问题；基于此本文仍将考虑人口数量对于迁移的影响。 
Fields（1982）没有包括这个变量，理由是（美国）人口数量受到前期移民的很大影响，

而前期的移民由前期的经济状况决定，前期的经济状况与当期的经济状况密切关联。但这在

中国并不是问题，正如 Chan, Liu 和 Yang (1999)所论述的，中国各省人口受到移民的影响
很小，因为人口基数实在太大。 
但是另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在内，中国各省市的面积差异巨大——新疆 166 万平方公

里，而上海仅 0.63 万平方公里。而真正人口数量产生的影响是人们的集中程度。因此要衡
量的是人口密度。具体的，人口密度 Pi和 Pj分别是迁出省 i和迁入省 j1995年的人口密度。 
乡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  
移民中绝大部分是农村移民；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是农业回报太低，另一方面也是

人均耕地太少，造成隐性失业严重。另外，中国现行的（1995-2000年间施行的）土地制度
下，没有当地农村户口就没有权利参加土地承包（见表 1）。基于这两个原因，可以预期乡
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越大，移民率越低；户口移民也会减少。同时，迁入地的乡村人口人均

                                                 
32 一个例子可以参阅蔡昉等（2001）对于北京市政府不同时期对于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政策的总结。 
3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1999；赵耀辉，徐建国，2001。  
3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1999。 
35 由于农业就业人口占绝大多数（60%左右），而农业的隐性失业无法衡量，将农业就业人口计算入总劳动
力后，得到的就业率会偏低，并且各省市的差距不能很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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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迁入地人口压力和农村过剩劳动力水平。 
本文所用的各省市耕地数据是 1996年农业普查得到的耕地面积，36乡村人口是 1995年

各省市乡村人口数；前者除以后者，得到乡村人口人均耕地 ALi和 ALj。乡村人口人均耕地

和人口密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37，但是，两者衡量的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在控制了乡村人

口人均耕地之后，人口密度越高，可以认为该地区城镇（非农行业）人口越多。38 
移民存量 
移民存量对于迁移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移民网络的作用上；这一作用在其他国家已

经被证实对移民有显著的影响（Greenwood, 1969），也有研究表明了在中国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 Rozelle 等，1999）；Chan, Liu 和 Yang (1999)也发现了移民网络的重要作用，但他们所
考虑的移民网络以省到省的前一期移民存量来代表，这是一种较粗略的方法，因为这种移民

存量所反映的不是单纯的移民网络问题；同时，这样处理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前一期

的移民数量受前一期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前一期经济状况与当期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Hall, 
1970; Fields, 1979）；Zhao (2001)从更加微观的角度考察了移民网络对于迁移的影响——移民
网络以该村的早期迁出移民数量代表，迁出地的缩小可以进一步的“提纯”移民网络的作用。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跨省移民，本文也用省际移民存量来衡量移

民网络问题。考虑到移民存量的内生性，我们不采用1990-1995年的迁移量，而采用1985-1990
年间从 i省迁入 j省的移民率 MSij（从 i省迁入 j省的移民数量除以 i省 1985年人口数），这
样可以部分避免内生性问题。39这一指标由 1990年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计算而来。 
另外，我们将对移民进行细分为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农村移民等；由于户口制度

造成的城乡分割，农村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迁移行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渠道（“务工经商”

等），而城镇移民和户口移民一般是通过正式（官方）的渠道（如“分配录用”、“工作调动”

和“学习培训”等）。从现实看，农民工迁移的信息多来自于早期的农民工，而与其他迁到

同一地方的户口移民和城镇移民没有什么联系。40因此，在分析各类不同移民时，移民存量

也调整为相应的类别（从 i省迁入 j省的该类移民数量除以 i省 1990年该类人口数）。41可以

预期，移民存量对于迁移率有正的作用；相对于户口移民，对非户口移民的影响会更显著。 
高校招生人数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看出，大学生（包括新生和毕业生）是跨省移民的重要一部分，特

别是 1999年后，开始了高校扩招。对于农村移民来说，要想进行户口迁移，考上大学是最
主要的途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高校招生对于迁移的影响。 
迁出省 i的高校招生人数比率 CSi对于本省迁出移民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1）

本省招生比率高，该省的学生上大学的机会高42，出去打工的人可能会少一些，但是不会影

响出省上大学的人数，因为外省在本省的招生指标是相对稳定的；（2）招生比例高，毕业生
人数也相应的高，而毕业生工作时可能迁往全国各省（特别是外省生源的毕业生），因此，

迁出地招生比例高会提高省际迁出率，特别是户口移民的迁出率（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分配

                                                 
36 衡量的是 1996 年 10 月 31 日时点耕地面积，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0 年。 
37 两者相关系数-0.60，但是从其他检验多重共线性的统计量（如 VIF）来看，问题不大。 
38 当然这里最好有一个衡量城镇人口密度的指标，但是目前只能找到一个建成区面积；而在建成区的定义
上各地标准不尽相同，也不能够充分反映城镇地区的面积；因此，在这里没有采用这一指标。 
39 采用 1985-1990年移民存量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可以根据 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出分类的移民存量；
而对于 1990-1995年迁移存量，由于缺少原始数据，不能够细分各类移民存量，并且正如上文讨论的，后
者更有可能遗漏移民。 
40 比如，可以认为，某省农村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人与同一乡来北京打工的民工之间，基本没有直接联系。 
41 这里移民存量的分类没有做年龄上的进一步限定，只定义 1990年移民为 5周岁以上人口（2000年已经
15岁）；因此，对应于 1995-2000年的各类移民，移民存量的类别只有：省际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省际
农村户口移民和农村非户口移民，省际农村到城镇户口移民和农村到城镇非户口移民，省际城镇户口移民
和非户口移民。在计算移民存量时，分母上的该类人口总数即上述几类人口的总数。 
42 从目前情况来看，各高校主要在所在地省市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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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一般很容易获得当地户口）。综合两方面的因素，预期本省高校招生比率 CSi对于非

户口移民迁出率的影响应是负的，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上大学的人数占迁移人口很小一部

分；预期本省高校招生比率 CSi对于户口移民迁出率的影响为正。迁入省 j的高校招生人数
比率 CSj 可以代表迁出省 i的人到 j省上大学的机会，CSj越高，机会越多，迁移率——特

别是户口迁移率也就越高。 
另一方面，高校招生比例也体现了该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达程度，这也一定程度上表

现了该省文化水平的高低。因此在解释 CSi和 CSj的作用时，需要多方面的考虑。
43 

本文采用的高校招生人数是 2000 年各省市高校的招生人数占 2000 年人口总数的百分
比。1999 年，中国的高校普遍进行了扩招，但这种扩招基本也是在原有招生规模上成比例
的扩大，因此 2000年的数据仍然可以反映各省招生人数的相对大小，并且是外生变量。 
其他变量 
其他一些研究中国迁移问题的文献中，经常把乡镇企业就业变量、直接外国投资(FDI)

以及农业占经济的比重考虑在模型中（如 Liang 和 White, 1997; Chan, Liu 和 Yang, 1999）。
他们主要考察的是乡镇企业对于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作用，而 FDI 也是创造就业就会的
重要方式。但归根结底，移民关心的是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而不是乡镇企业或者 FDI 的
多少。另外，农业占经济的比重衡量的是一个地区工业化的程度，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就业

机会等变量后，这也不会对迁移决策起显著的作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不采用这些变量。 
应变量和所有自变量的定义、记号，以及数据来源，在表 4做了一个总结。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  
对于各类移民，我们回归（7）式以估计各个系数。由于是加总数据，我们构造模型的

一个内涵假设是每个人（移民）都是同质的，因此每个省到省的迁移流也是同质的，这样（ 7）

中包含的扰动项 ijε 符合经典线性回归的假设： ( | ) 0ijE Xε = （ X 是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

量），方差协方差矩阵 2 ( | )Var X Iε σ= 。但是，事实上，每个人是异质的，除了模型中所

包含的自变量外，迁移的决策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加总数据中，扰动项 ijε 可以看

作是
1

/
ij

ij

ij

N

ij n ij
n

Nε ε
=

= ∑ ——是 ijN 个迁移者扰动项的均值。因此，直接回归（7）存在着异方

差的问题。对此用 Goldfeld-Quandt检验44，结果显示迁移人数越少的方差越大，拒绝了同方

差假设。根据这一检验结果，我们对回归进行了加权，权重为该迁移方向的人数。45对加权

                                                 
43同时，由于 CSi和 CSj与当地的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舍弃迁入地农村人均收
入 RIj后，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44 参阅 Goldfeld 和 Quandt (1965)，或者 Greene(2003)的简要介绍。检验的方法是：按照移民数量先对 870

个样本点由少到多排序，分别回归数量最少的n个和数量最多n个样本点（ 435n < ），分别得到残差平

方和
'

1 1e e 和 '
2 2e e （在本研究中 ' '

1 1 2 2e e e e> ）。构造
' '

1 1 2 2[ , ] [ ]/[ ]/( ) /( )K KF n n K Ke e n e e n− − = − − ，在

同方差的假设下（即 H0：F[n-K,n-K]=1），统计量 F[n-K,n-K]服从自由度为[n-K,n-K]的 F分布。我们的检验

中，取 n=335，各个回归中 '
1 1e e 基本都是 '

2 2e e 的 1000倍左右；因此，拒绝同方差的假设。 
45 Chan, Liu 和 Yang (1999)的研究中也用了加权回归，但他们并没有从异方差的角度来说明；他们用的权
重是该迁移方向的移民数量占总移民的比例，这在本质上与本文用的权重（直接用该迁移方向的移民数量）
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相对的比重才起作用。另外，由于有些迁移方向的移民数量为零，这里我们仍然
采用前面的方法，在移民数量上加上一个较小量，实际回归时的较小量为 0.0001；跟前面类似，加上的量
小于 0.001后，对结果没有大的影响；但在这里不宜加上太小的量，因为过于小的权重相当于忽略了那些
移民数量为零的迁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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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回归进行 Goldfeld-Quandt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异方差问题。46 
表 5 报告了总的省际移民、省际农村移民和省际农村到城镇移民的回归结果，每类移

民分别分为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下文将对各类移民分别进行分析。47 
总的省际移民 
总的省际移民分别分为：总省际移民，户口和非户口移民三个小类进行了计量分析。

首先可以发现的是，非户口移民模型的拟合优度（R square）（0.816）要大大高于户口移民
模型的拟合优度（0.494），这说明所选的变量可以更好的解释非户口移民。48另外，对于各

类移民率，距离有负的作用，到其他各省的平均距离有正的作用，移民存量（移民网络）有

正的作用；这些对于三小类移民都是一致的，跟我们理论的预期也一致。 
三小类移民对于人口密度的反应方向也是相同的，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都

倾向于减少迁移率。由于已经控制了乡村人口人均耕地因素，所以，可以认为人口密度的增

加意味着城镇地区（非农行业）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是如引力模型所说的，人口多意味着

经济机会也多，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资源的紧张。但移民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资源和机会可利

用的程度不同——这正是变量作用不对称的根源。在迁出地（家乡），移民一般都会有人际

关系等一些无形“资产”，而这些她/他在迁入地一般都不具备；因此，相比较而言，在迁出
地（家乡）人们一般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各种机会——包括人口众多带来的机会，而资源紧张

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在迁入地，人生地不熟，人口众多带来的机会不能像在家乡那样有

效利用，人口密度大更多的意味着资源的紧张。因此，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都会

减少移民率。另外，从系数的大小来看，非户口移民对于人口密度的反应要强于户口移民的

反应（两个系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非户口移民模型中大一些），而对于每类移民，对于迁入

地人口密度的反应要强于迁出地人口密度的反应。 
乡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在三个回归中存在很大的差异：迁出地 ALi对于户口移民

没有影响，但是对于非户口移民有负的影响；而迁入地 ALj对户口移民有负的影响，对非户

口移民没有影响；由于省际移民中主要是非户口移民（占 84.82%），因此，乡村人口人均耕
地面积对于总移民影响与其对非户口移民的影响是一致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户口移民主

要是“学习培训”和“婚姻迁入”（51.72%），这些移民基本不会考虑迁出地耕地面积的多
少（如：“学习培训”——上大学，迁户口，跳出“农门”，成为一个城市人，这是农家子女

求之不得的事，放弃一点耕地是非常愿意的）。相反的，对于非户口移民，迁出地 ALi较大

意味着他们在家乡的隐性失业情况不是很严重，因此迁移出去的人也就少一些；由于没有得

到迁入地的户口，因此也不能正常承包迁入地的耕地，迁入地 ALj对他们没有影响；同时，

迁入地 ALj对非户口移民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迁入地农业人口隐性失业对于移民的影响

不明显。但是迁入地 ALj 对户口移民的副作用，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当然也可以看作
户口制度对于迁移的扭曲作用。 
人均收入的各个变量，对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对于户口移民，

只有迁出地城镇人均收入 UIi有影响，但是符号是正的，与预期的相反；其他的收入变量没

                                                 
46 本文在这里仅考察了异方差的问题，没有对自相关（autocorrelation）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实际上，自相
关也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说迁移至同一地区的人，会受到一些共同的、但没有在自变量中反映的因素影

响；另一方面，同一地区迁移出来的人，又有可能受到这类因素的影响；这样，给定 i， ,in nε ∀ 都是相关
的；给定 j， ,mj mε ∀ 也是相关的；那样就要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来估计，但之前又要估计 ijε 的方

差协方差矩阵——这会是一个很复杂，而且结果并不一定很好的方法，因为估计 ijε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本身
就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不考虑自相关问题，直接用最小二乘法时，估计依然是无偏的，但是不一定是
有效的（Greene, 2003）。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不考虑自相关问题。 
47 初稿中包括了城镇移民的计量分析结果，限于篇幅，为在此报告。 
48 在更细的分类移民分析中，这样的差异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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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作用。如果认为对于更高收入的追求是自发迁移的标志，那么可以认为，户口迁移

中自发的因素不是很大，甚至被抹煞了。对于非户口移民（总省际移民与之类似），与预期

一致，迁出地农村人均收入 RIi和城镇人均收入 UIi对迁移率有负的影响，并且从系数大小

看，后者对与移民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移民的首选还是迁移到本省的城镇；迁入地城镇

人均收入 UIj 对于迁移率有正的影响，并且系数较大（4.833）——对更高收入的追求是非
户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 GDP增长率的反应，各类移民也存在差别。迁入地 GDP增长率 Gj对于各类移民

的影响都是正的，但是影响的程度不一致——对于非户口移民的影响（系数 1.845）要大于
对户口移民的影响（系数 0.925）——这也反映出非户口移民对于经济因素的更为敏感。但
是对于迁出地的 GDP 增长率 Gi，户口移民的反应为负（与预期一致），但非户口移民的反
应为正。对于后者，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GDP增长率 Gi受到 GDP基数的很大影响，
一些 GDP基数很低的省增长率较高；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如浙江等，通过对外的迁移，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 GDP的增长。其中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失业率对于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影响，正如预期的一样——迁出地失业率 Ui对迁

移率有正的影响，迁入地失业率 Uj对迁移率有负的影响。但是，将这两类移民加总后，迁

入地失业率 Uj对迁移率影响不显著，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区分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
可能会造成估计的偏差。 
最后，高校招生人数对于户口移民有正的影响，而对非户口移民没有影响。这与我们

的预期基本一致，因为本省招生人数增加，大学毕业生也增加，这样毕业分配时，迁移到外

地的（特别是回到生源地的）户口迁移人数也会增加，因此本省高校招生比率 CSi对迁移率

有正的影响；同时，迁入省的高校招生比率 CSj增加意味着在迁出省招生人数上升，户口移

民也将增加。对于总移民和非户口移民，这两个指标没有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跨省大学新

生人数不多49，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因素后，高校招生比率反应的文化因

素对于移民并没有显著影响。 
结构性差异检验 
从第二部分的描述我们已经看出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在许多特征存在巨大差异，而

上述两类移民的回归结果也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地进行计量检验：户口移民和

非户口移民是否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参考结构性变化检验的思路，50我们可以检验省际户口移民和省际非户口移民是否存在

结构性的差异——即是否两个回归中每个自变量的系数都是不同的。得到统计量

F[17,1706]= 73.4551，P 值小于 0.00001，因此，拒绝零假设，结论：省际户口移民和省际非
户口移民存在结构性区别。同样也可以把省际农村劳动力移民、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

分为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也进行结构性检验，结果都显示两类移民存在结构性的不同。 
农村劳动力移民和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  

                                                 
49 《中国统计年鉴 2001》显示，2000年全国在校本专科大学生人数为 5,560,900人，但估计其中只有不超
过 20%左右为外省生源，因为各地招生主要集中在本省。 
50 结构性检验原用于检验一定时点后经济结构是否发生根本变化；其目的等价于检验两个子样本划分的时
间是否与经济结构无关。本文检验的是以户口状况划分的两类移民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别；若户口状况对于
迁移无关（如，按移民生日的单双号划分），两类移民应无结构性区别；若户口状况对于迁移有影响（如，
教育程度对迁移的影响），那么两类移民就会有结构性差别。不可否认，这样的检验是粗略的，因为户口状
况本身是迁移决策的一部分。 
51 具体的检验方法是：首先分别对省际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 '

1 1e e 和 '
2 2e e ；然后

对受限制（即两类移民回归系数相同）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
'

* *e e ，统计量的计算公式是：
' ' ' ' '

* * 1 1 2 2 1 1 2 2[17,1706] [ ]/[ ]17 /(870 2 17 2)( ) / ( )F e e e e e e e e e e= × − ×− − + ，在零假设（没有结构性差别）

下，该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17,1706]的 F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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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的回归分析中包括迁入地 ALj，主要是考虑到：（1）迁入地农
业隐性失业对于迁移的影响；（2）控制人口密度后，ALj增加等价于城镇人口增加。从结果

来看，ALj增加倾向于减少移民，可能的原因是移民回避人口过多的城镇。 
从表 5同样可看出户口移民与非户口移民之间的巨大差别，而且这几类移民与总的户口
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特征基本一致；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这几类移民的独特之处： 
(1)移民存量（移民网络）对于农村到城镇劳动力户口移民没有影响。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农村到城镇的户口移民主要是上大学；我们用的移民存量是 1985-1990年间的该类移民，当
时的这些人主要是早期知青等计划性迁移的回流(Chan，Liu 和 Yang 1999)；因此这一结果情
理之中的。 
(2)迁出省的收入（包括农村人均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对这两大类移民中的户口移民没有
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在上文的讨论——农村（到城镇）劳动力户口移民主要是“学习

培训”的大学生，在控制了高校招生人数后，收入不应起作用。因为同样的原因，农村到城

镇劳动力户口移民对于迁入省的 GDP增长率 Gj和失业率 Uj不敏感；迁出地的失业率 Ui对

于两类户口移民也没有影响。 
(3)农村到城镇劳动力户口和非户口移民不受到迁入地 GDP增长率 Gj的影响。考虑到农村和

城镇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2000 年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 2.8，参阅施新政，2003），
增长率没有影响亦属正常。另外，对于增长率的不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户口移民迁移

行为不是一种很长期的行为，因为在长期行为中，增长率的预期会有显著的作用。 
(4)迁出省高校招生比率 CSi对农村到城镇劳动力非户口移民有正的影响——从直觉来看，本

省高校的招生人数对于本省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外省打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结果如此的可能

原因是这一指标反映了其他的因素；比如，农村上大学的新生增加，导致农村在校人数（包

括中学和大学）增加，学费上涨较快，迫使家人出门打工；另外，最近几年不要户口的大学

毕业生增加52，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四、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初步研究了1995-2000年间国内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首先具体描述了1995-2000
年省际移民的特征，特别比较了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的异同点，发现他们在多个方面存在

的根本差异，如，个人特征、迁移原因、行业和职业分布、迁移方向等。另外，针对农村劳

动力移民、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和城镇劳动力移民作了专门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利

用各地间迁移模型对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分别作了计量分析。主要的发现是：一些经济因

素可以较好的解释非户口迁移，而对户口移民的作用很多不像预期的那样；反映出户口制度

对于户口移民还有很大程度的决定作用。 
本文分析的是加总数据，而迁移决策还取决于很多的个人特征（Greenwood, 1975）；特
别是户口迁移与非户口迁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个人特征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目

前的户口制度之下，迁移决策是一个两方决定的结果：个人决定是否迁移，是否想要迁移目

的地的户口；而政府决定是否发放户口。这样，就产生了三种人——非移民、户口移民和非

户口移民。而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涉及到户口移民和非户口移民之间的联系，而实际

上，两者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可能每个人都想要拿到户口，但是很多人没有成功，所以

只好成为非户口移民。 
另外，如何衡量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是否真正起到了减少移民进入的作用？对于这两个

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没有解决；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解答。 

                                                 
52 表 2显示，省际非户口移民中有 4.04%的人教育程度为大专或以上，折合成全国人口数，约 1,151,6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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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户口居民和非户口居民对比 
 户口居民 非户口居民 
户口状况 户口在本地 户口在外地 

在居住地享有的权利 完全享有 部分享有 

社会保障 在社保体系之中 一般在社保体系之外，同时取决于就业

单位 

就业 享有就业特权，特别是公有部门 就业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公有部门 

工作类型 长期、正式的工作 临时、非正式的工作，或者是自我雇佣 

工资 正常，并且享受较高的福利待遇 工资报酬低于同种工作的户口居民，不

能享受正常的福利待遇 

纳税和交费 缴纳法定税费 除户口居民应交纳的税费之外，还需要

办理暂住证、交纳暂住费等 

教育 完全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交纳一定的费用：“借读费”、“赞助费”

等 

（农村）耕地 有权从集体正常承包（须为农业户

口） 

无权要求集体承包耕地，可以从其他各

人转包 

政治权力 完全享有 不完全，如基本不能参加社区正常的公

共事务管理 

来源：Chan 和 Zhang（1999），蔡昉等（2001），宋洪远（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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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95-2000年间各类移民与全国人口个人特征对比 
 5岁以上 省内省际移民 省际移民 

特征 全国人口 总计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性别 

男 51.2 49.79 45.68 51.48 52.91 52.83 

女 48.8 50.21 54.32 48.68 47.09 47.17 

年龄(年) 

5--14 19.00  7.46  8.19  7.15  4.64  6.58 

15--19 8.43  19.30  24.01  17.34  15.46  17.40 

20--29 16.91  40.01  42.23  39.09  46.86  51.66 

30--39 19.90  18.77  13.14  21.11  22.97  14.56 

40--49 14.61  7.31  6.46  7.66  6.14  5.13 

50--59 9.72  3.85  3.16  4.14  2.37  2.36 

60--64 3.67  1.26  1.00  1.36  0.68  0.94 

>=65 7.77  2.04  1.81  2.13  0.88  1.37 

婚姻状况（>=15岁） 

未婚 20.16  43.12  48.44  40.93  49.48  44.24  

已婚 79.84  56.88  51.56  59.07  50.52  55.76  

男未婚 23.59  45.76  58.87  41.06  64.43  42.96  

男已婚 76.41  54.24  41.13  58.94  35.57  57.04  

女未婚 16.65  40.55  40.00  40.80  32.79  45.67  

女已婚 83.35  59.45  60.00  59.20  67.21  54.33  

现住地类型       

市 23.39 58.99 59.5 58.78 53.36 53.03 

镇 13.23 21.69 19.47 22.61 9.88 21.66 

乡 63.38 19.32 21.03 18.62 36.76 25.32 

迁出地类型       

城市街道  19.06 28.14 15.33 37.95 9.51 

镇居委会  11.3 16.51 9.16 13.62 6.27 

村  69.64 55.36 75.51 48.43 84.22 

受教育程度（>=6岁） 

扫盲班及以下 10.24 3.47 2.3 3.96 2.56 3.16 

小学 38.24 19.82 14.54 22.01 17.66 23.04 

初中 35.83 40.43 24.76 46.95 26.99 56.07 

高中 8.29 13.02 10.85 13.92 7.72 9.98 

中专 3.46 10.63 19.8 6.82 8.44 3.71 

大学专科 2.6 6.77 12.93 4.2 7.9 2.58 

大学本科及以上 1.34 5.87 14.81 2.14 28.72 1.46 

劳动力比例（>=15岁） 

 76.90  71.23  53.59  78.47  55.96  89.61  

样本中人口数 1,112,963 88,697 26,020 62,677 4,847 27,080 

数据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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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1995-2000年各类移民迁移原因对比 

 省际移民 

省际农村 

劳动力移民 

省际农村到城镇 

劳动力移民 

省际城镇 

劳动力移民 

迁移原因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户口 非户口 

务工经商 9.2 77.03 7.78 85.68 5.12 87.48 4.48 50.67 

工作调动 8.38 1.72 3.09 0.71 4.93 0.75 14.83 9.96 

分配录用 7.46 0.54 2.95 0.17 5.31 0.19 15.72 3.66 

学习培训 31.2 2.04 29.3 0.87 58.39 1.13 47.57 10.47 

拆迁搬家 2.19 0.54 2.2 0.29 1.33 0.19 2.07 1.44 

婚姻迁入 20.52 2.94 39.94 2.89 12.42 1.28 4.42 4.34 

随迁家属 9.2 7.23 5.3 3.86 6.73 3.97 5.48 6.12 

投亲靠友 5.56 4.39 5.3 2.56 4.27 2.32 2.8 8.04 

其它 6.27 3.57 4.13 2.98 1.52 2.69 2.63 5.3 

样本中人数 4,847 27,080 2,133 21,700 1,055 15,924 1,787 2,923 

数据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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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和记号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迁移率 ijm  

1995-2000年间从 i省迁入 j省的各类移民率（从 i省
迁入 j省的该类移民数量除以 i省 1995 年相应人口

数） 

2000年人口普查 0.95‰

抽样数据 

距离 ijD  迁出省 i省会到迁入省 j省会的铁路距离。 中国地图册铁路里程表 

到它省平均距离 ijAD  
/28ij in

n j

AD D
≠

= ∑ ；从 i省省会到除 j省之外其他

各省省会的平均距离。 

中国地图册铁路里程表 

移民存量 ijMS  

1985-1990年间从 i省迁入 j省的各类移民率（从 i省
迁入 j省的该类移民数量除以 i省 1985 年相应人口

数） 

1990年人口普查 1%抽

样数据 

人口密度 iP  
迁出省 i  1995 年的人口密度（该省人数除以该省面

积）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人口密度 jP  
迁入省 j 1995 年的人口密度（该省人数除以该省面

积）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人均耕地 iAL  迁出省 i乡村人口人均耕地（耕地面积/乡村人口数）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2001年 

人均耕地 jAL  迁入省 j乡村人口人均耕地（耕地面积/乡村人口数）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2001年 

农村人均收入 iRI  迁出省 i 1995年农村人均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城镇人均收入 iUI  迁出省 i 1995年城镇人均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城镇人均收入 jUI  迁入省 j 1995年城镇人均收入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GDP增长率 iG  迁出省 i 1990-1995年 GDP平均年增长率 
中国统计年鉴 1991年，

1996年 

GDP增长率 jG  迁入省 j 1990-1995年 GDP平均年增长率 
中国统计年鉴 1991年，

1996年 

失业率 iU  
迁出省 i 1995年非农行业失业率：在找工作的人/（在

工作的人数+在找工作的人数-农业就业人数） 

1995年 1%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 

失业率 jU  
迁入省 j 1995年非农行业失业率：在找工作的人/（在

工作的人数+在找工作的人数-农业就业人数） 

1995年 1%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 

高校招生比率 iCS  
1995年 i省高校的招生人数占 1995年该省人口总数的

百分比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高校招生比率 jCS  
1995 年 j省高校的招生人数占 1995 年该省人口总数

的百分比 
中国统计年鉴 1996年 

*1997年前重庆市的数据根据四川省的数据相应折算，同样，分析中四川省的数据也作了相应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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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省际分类移民率回归结果：双对数形式（样本点=870） 
总的省际移民 省际农村劳动力移民 省际农村到城镇劳动力移民 

总省际移民 户口移民 非户口移民 户口移民 非户口移民 户口移民 非户口移民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距离 Dij -0.832*** (0.049) -0.736*** (0.042) -0.968*** (0.049) -0.643*** (0.043) -0.948*** (0.050) -0.707*** (0.045) -0.861*** (0.049) 

到它省平均距离 ADij 0.585** (0.229) 1.303*** (0.201) 0.855*** (0.240) 1.756*** (0.204) 0.903*** (0.250) 1.937*** (0.216) 1.536*** (0.226) 

移民存量MS ij 0.198*** (0.015) 0.073*** (0.009) 0.099*** (0.009) 0.026*** (0.004) 0.091*** (0.008) 0.002 (0.002) 0.009*** (0.003) 

人口密度 Pi -0.110* (0.064) -0.123*** (0.046) -0.159** (0.073) -0.016 (0.052) -0.166** (0.084) -0.137*** (0.049) -0.238*** (0.058) 

人口密度 Pj -0.504*** (0.045) -0.422*** (0.044) -0.562*** (0.046) -0.441*** (0.044) -0.550*** (0.046) -0.356*** (0.052) -0.476*** (0.049) 

人均耕地 ALi -0.330*** (0.090) -0.095 (0.087) -0.362*** (0.093) -0.037 (0.092) -0.315*** (0.097) -0.212** (0.093) -0.370*** (0.090) 

人均耕地 ALj 0.024 (0.098) -0.164** (0.081) 0.04 (0.107) -0.103 (0.086) 0.117 (0.108) -0.311*** (0.084) -0.195* (0.100) 

农村人均收入 RI i -0.291* (0.151) 0.048 (0.146) -0.540*** (0.157) 0.006 (0.150) -0.559*** (0.158) -0.116 (0.152) 0.307** (0.155) 

城镇人均收入 UI i -1.084*** (0.263) 0.654*** (0.224) -1.557*** (0.288) 0.345 (0.248) -1.800*** (0.303) -0.062 (0.250) -0.504* (0.264) 

城镇人均收入 UI j 4.295*** (0.153) 0.237 (0.166) 4.833*** (0.164) -0.015 (0.174) 4.889*** (0.162) 0.588*** (0.179) 4.090*** (0.167) 

GDP增长率 Gi 0.105 (0.307) -0.967*** (0.258) 0.662** (0.334) -1.274*** (0.275) 0.789** (0.350) -1.262*** (0.281) -1.086*** (0.328) 

GDP增长率 Gj 1.501*** (0.262) 0.925*** (0.242) 1.845*** (0.277) 1.510*** (0.245) 2.075*** (0.276) 0.429 (0.284) 0.282 (0.293) 

失业率 Ui 0.512*** (0.105) 0.164* (0.086) 0.565*** (0.115) 0.094 (0.089) 0.585*** (0.117) 0.13 (0.092) 0.682*** (0.108) 

失业率 Uj -0.148 (0.102) -0.383*** (0.087) -0.198* (0.110) -0.344*** (0.089) -0.169 (0.112) -0.01 (0.097) -0.233** (0.104) 

高校招生比率 CSi -0.133 (0.099) 0.283*** (0.080) -0.122 (0.108) 0.270*** (0.092) -0.118 (0.116) 1.117*** (0.087) 1.206*** (0.099) 

高校招生比率 CS j -0.031 (0.071) 0.215*** (0.066) 0.039 (0.074) 0.245*** (0.071) 0.076 (0.075) 0.456*** (0.072) -0.061 (0.072) 

常数项 -28.809*** (2.064) -12.681*** (1.854) -31.444*** (2.196) -14.006*** (1.855) -31.143*** (2.265) -7.333*** (2.086) -29.511*** (2.098) 

R-square 0.816   0.494   0.816   0.446   0.816   0.524   0.703   

注：应变量为 i省到 j省的该类移民率；所有变量取对数后回归，并且以该类移民的数量作为权重；下标 i表示迁出省特征，下标 j表示迁入省特征。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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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00 年最大的 30个省际迁移人口流向示意图: 
(a)户口移民，(b)非户口移民。 
数据来源：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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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图 2 1995-2000 年最大的 30个省际农村 15-64岁迁移人口流向示意图： 
（a）户口移民，（b)非户口移民。 
数据来源：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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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迁移方向和移民数量百分比 

注：除西藏以外，理论上的迁移方向有 870个（30×29）。但实际上有很多迁

移方向人数为零。总移民不为零的迁移方向共有 756 个，本图中的迁移方向

百分比分母都归一为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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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2003030    我国农产品贸易趋势和结构变动… … … … … … … …卢锋 雷蕾 
No.C2003029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毅夫 李志赟 
No.C2003028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兼评《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评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毅夫  孙希芳 
No.C2003027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 … … … .....林毅夫 李志赟 
No.C2003026    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 … … … … … … … … … … … ...林毅夫    
No.C2003025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 … … … ..林毅夫 孙希芳    
No.C2003024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 

… … … … … … … …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3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二  

… … … … … … … …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2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一 

… … … … … … … …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1    假冒生产对专利制度的伤害… … … … … … … … …平新乔 尹静 
No.C2003020    中国地区(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 … … … …尹静    平新乔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毅夫  刘培林 
No.C2003018    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 … … … … … … … ..  张俊喜 
No.C2003017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 

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 … … … … … … ... 平新乔 
No.C2003016    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 … … …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 
No.C2003015    再谈卫生保健市场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 … … … … … … … … … … … … … … … … .海闻 王健 赵忠 石光 
No.C2003014    退耕还林: 私人承包与政府规制… … … … … … … … …  王小龙 
No.C2003013    俄国学界评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著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 … … … … … … … … … … Vadim Shabalin,D.Sc   Yakov Pevzer  
No.C2003012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柏兰芝 潘毅 
No. C2003011    工资合约，灰色收入和职业生涯考虑… … … … .. 范瑛 平新乔 
No. C2003010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探讨 

… … … … … … … … … … … …  海闻 王健 陈秋霖 赵忠 侯振刚 
No. C2003009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 

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 … … … … … … …  D. 盖尔 约翰逊 
No. C2003008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 … … … … … … … … … … … … … … … …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 


